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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通過對清代來華傳教士馬若瑟《漢語劄記》一書中有關“標記”的研究，發現馬若瑟已經有了較為系統的“標記”理論。其“標記”概念涵蓋了詞語內部層面、短語層面、句子層面、跨句層面；不僅有詞類標記，還有語氣標記、時態標記、關聯標記等；涉及語義、語法、語用三個平面。這具有相當的超前性和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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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漢語劄記》
　　《漢語劄記》（Notitia Linguae Sinicae）（本文簡稱《劄記》）是由清代法國來華傳教士馬若瑟（Joseph-Henrv-Marie de Prémare，1666-1736）於1728年完稿的一部漢語語法著作，該書在漢語語法學史上有着重要的意義，被稱為“近代以來漢語語法研究的奠基之作”（張西平2009），是目前所見第一部兼有白話和文言研究的漢語語法書。《劄記》手稿由拉丁文寫成，1831年出版，1847年由裨雅各（J.G.Bridgeman）譯為英語。

　　（二）《漢語箚記》中的標記理論

　　《劄記》中經常提到一個詞“nota”，在英文版中譯為“mark”或“sign”，意為“標記”或“標誌”。通過對《劄記》的窮盡式考察，我們發現馬若瑟已經有了較為系統的“標記”觀。《劄記》中所提到的“標記”涵蓋了詞語內部層面、短語層面、句子層面、跨句層面；包括了詞法標記、句法標記；不僅有詞類標記，還有語氣標記、時態標記、關聯標記；涉及語義、語法、語用三個平面的標記。

（三）前賢時修的研究
　　國內外對馬若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歷史學和文化學方面，對馬若瑟《漢語劄記》進行過語法研究的主要有張西平（2009、2003）和李真（2005、2008）。目前尚未見到對《劄記》中的標記理論進行研究的成果。

　　本文主要對馬若瑟《漢語劄記》中所提到的標記進行一一剖析，探究其淵源及現代性，瞭解其在漢語語法學史上的意義。

　　二、詞類標記

　　（一）副詞標記

　　《劄記》主要包括兩大部分，第一編主要闡述漢語口語語法，第二編主要闡述漢語文言語法。第二編第二章專門介紹漢語虛詞，其中談到“然、而、焉、如”四個“副詞標記”。

　　1.“然”

　　第10節談到“然”，認為“‘然’常作副詞標記，如‘喟然曰’、‘循循然’”。①該句在馬若瑟的拉丁文本中是：“saepe nota est adverbiorum.”（Prémare1831：173）英文譯為：“It is often the sign of an adverb.”（Bridgeman1847：205）②拉丁語“nota”的英文意思就是“mark”或“sign”，即“標記、標誌”之意。

　　2.“焉”

　　在同一節中的“焉”字第7條，馬若瑟認為“它是副詞標記，如‘忽焉’、‘欣欣焉’、‘少焉’。很顯然，‘焉’在這種情況下跟‘然’一樣”。此句在拉丁文本中為：“Notat adverbia，‘忽焉’、‘欣欣焉’、‘少焉’.Tunc焉idem plane est ac然quae sequitur.”（Prémare1831：173）英文譯為：“It forms adverbs；e.g.忽焉、欣欣焉、少焉.In this case is evidently the same as然.”（Bridgeman1847：205）

　　3.“爾”

　　第9節介紹了“爾”，認為“‘爾’能夠組成副詞，就像在其他地方用到的‘然’和‘如’一樣，例如‘卓爾’、‘率爾’”。此句拉丁文為：“Ediciunt adverbia sicut dicam suis locis de然et de如.”（Prémare1831：174）英文譯為：“They form adverbs,as will be shown also in the proper place of然and of如.”（Bridgeman1847：203）

　　4.“如”

　　第12節介紹了“如”，其中談到：“‘如’用來組成副詞，或者說是形容詞的附加成分，以使之更有說服力，或者說是一種表達方式。這有大量的例子，尤其是在《易經》和《論語》中。‘空空如也’，‘恂恂如也’，‘與與如也’，‘休休如也’。”此句拉丁文為：“如facit adverbia，seu potius adjectivis addita sensum auget et exprimit modum.”（Prémare1831：177）英文譯為：“如is employed in forming adverbs，or rather as an adjunct to adjectives to render them more forcible,or to express manner.”（Bridgeman1847：209）

　　“用來組成副詞，或者說是形容詞的附加成分”是從語法層面上為其定性，“以使之更有說服力”則是從語用層面上來介紹其用途。這就涉及到了語法和語用兩個平面。

（二）驚歎與同情的標記——“乎”
　　第5節專論“乎”字，認為“‘乎’是一個驚歎與同情的標記，如‘惜乎’、‘巍巍乎’、‘洋洋乎’、‘深乎深乎’。”此句拉丁文是：“乎，est adm rantis vel commiserantis.”（Prémare1831：163）英文譯為：“乎is a mark of wonder or commiseration.”（Bridgeman1847：192）馬若瑟並未從語法層面對“乎”加以定性，只是從語用層面上對其進行了分析。

　　以上“然、爾、焉、如”四個詞，馬若瑟看到了它們的特點並定性為“副詞標記”，或稱“可組成副詞”，或稱其為“形容詞的附加成分”。但他沒有提到“乎”是否跟前面四個相同，只說它是一個驚歎與同情的標記。從馬若瑟對“乎”的描寫來看，我們認為在馬若瑟眼中，“乎”與以上四個詞是不同的，既不能簡單地將其看成是一個詞，也不能簡單地看成是副詞標記。

　　（三）馬若瑟詞類標記的意義

　　僅就“然、爾、焉、如”四個詞來說，馬若瑟已經有了對漢語後缀的理性認識，並為其創造了一個術語“副詞標記”。這可以說是最早的對漢語後綴的理性認識。

　　在拉丁語中，一些副詞來源於動詞、名詞和形容詞，其構成方式是加後綴（或稱“詞尾”）（suffixes），如-im、-tim、-tus、-ter③（Bennett1908：114）。也許馬若瑟是根據拉丁語法，將上述“然、爾、焉、如”看成是“後綴”。不過他使用了“nota”這個詞。筆者在拉丁文語法（信德麟2007，雷立柏2010）中沒有找到這個詞，說明這不是一個既有的拉丁語法術語，很有可能這是專門為漢語而使用的詞。從這個方面來看，馬若瑟已經達到了一個很高的境界，他專門為漢語創造出了一個術語。

　　這在語法學史上是一個非常大的貢獻：專門為漢語創造出了一個語法學術語，而且從詞法到短語到句法，構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

　　（四）中國學者在詞綴問題上對“然、爾、焉、如、乎”的研究

　　1.馬建忠對此問題的看法

　　關於“然、爾、焉、如”這幾個詞，馬建忠在《馬氏文通》中專門討論過，認為這幾個詞是“狀辭之助語”。呂叔湘、王海棻《馬氏文通讀本》在此處作注曰：“‘助語’當與今言‘後綴’相當。”（呂叔湘1986：389）因此說馬建忠不僅對詞綴有了理性的認識，並且為其創造出了一個術語④。在此問題上，馬建忠已有較高建樹。而馬若瑟也爲詞綴創造出了一個術語“副詞標記”，比馬建忠早了170年。

　　2.其他語法學者對此問題的看法

　　關於這幾個後綴，後來的語法學者各自有着不同的看法。

　　楊樹達認為這些字性質相同，都是語末助詞，為形容詞副詞之語尾，無義（楊樹達2006：107、228、234、347、413）。

　　呂叔湘《文言虛詞》中對這些字有不同的解釋。他認為“然”字“像是一個詞尾”（呂叔湘1959：77），其他的是表示停頓的語助詞（呂叔湘1959：102）。

　　王力認為“有一類字必須肯定是形容詞或副詞的詞尾”，那就是“如、若、然、爾、而”等。王力從語音上分析，認為它們都是一個詞的變形。“然”字由獨立的詞（意為“這樣”）發展為副詞詞尾。王力將“然”字這一發展與西方語言作對比，說在英法等語言中，副詞詞尾-1y和-ment本來也都是獨立的詞。“由詞變為詞尾，這是語言發展過程中常見的事實”（王力1954：315-317）。王力這段話不僅給這一類詞定了性，而且將其與西方語言進行了對比。可以比較肯定地判斷：馬若瑟也是在這樣對比的基礎上，將其與拉丁語或法語中的詞尾進行對比，從而建立起了“副詞標記”這樣的理論。

　　劉景農認為，任何實詞帶有“然”“爾”“焉”“乎”等輔助成分，轉為副詞，都能修飾動詞或形容詞，都有表情態的作用。帶“乎”的常有讚歎的意味，如“確乎其不可拔”“煥乎其有文章”，用在重疊式之後就更明顯（劉景農1994：268-273）。

　　劉景農認為帶“乎”的常有讚歎的意味，這跟馬若瑟認為“‘乎’是驚歎與同情的標記”不謀而合。

　　蔣宗許在《漢語詞綴研究》一書中對古代和現代漢語中的詞綴都進行了詳備的闡述（蔣宗許2009：147-170）。

以上各位學者對“然、爾、焉、如、乎”的看法見下表：
　　
　　從表中可以看出，各位學者在此問題上意見不同，竊以為馬若瑟的提法還是非常符合實際的。就“然、爾焉、如”來說，對這四個字各家看法比較一致，大多都認為是詞尾或稱詞綴。就“乎”來說，馬若瑟的看法跟呂叔湘一致，都認為跟其他幾個不同。馬若瑟只說“乎”是“驚歎與同情的標記”，僅僅表達出其語用效果，在語法上並未對其定性，也未像呂叔湘那樣將其分成若干個小類加以分析。但至少馬若瑟已經看出了“乎”跟其他幾個是不同的。

　　蔣宗許在《漢語詞綴研究綜述》中提到：“馬氏（指馬建忠）以降，在詞綴研究上拓土開疆是在（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蔣宗許2008）而馬若瑟在18世紀初就對漢語詞綴進行了語法、語用兩方面的研究，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偉大的貢獻。

三、屬格標記
　　在《劄記》第二編“書面語部分”第二章“漢語虛詞”的第1節“之”字節一開始就說“之”是“屬格或所有格的標記。如‘大學之道’”。“之：notat genitivi casum.”（Prémare1831：153）此句英文版為：“It is a mark of the genitive or posessive case.”（Bridgeman1847：178）

　　本節第5段末尾談到：“在‘之’和‘者’結合的句型中，‘之’也許也能被看作屬格標記，如‘是學易者之過也’、‘此善為政者之術也’。”此句拉丁文為：“Scio equidem quod in exemplis之tchi designat genitivum.”（Prémare1831：155）英文版為：“It is true indeed that in these examples chi，之may be considered a sign of the genitive case.”（Bridgeman1847：181）

　　“之”字節第4段談到“‘之’常跟名詞（或名詞性組）和形容詞相結合，不是屬格標記，而是作為一個後置的虛詞，如‘人之’、‘民之’、‘回之為人也’”。此句拉丁語為：“nec tunc est nota genitivi sed potius videtur esse articulus postpositus.”（Prémare1831：155）英文版為：“and that not as a sign of the genitive，but as a particle in postposition.”（Bridgeman1847：180）這句話的主要意思是說“之”在這種情況下就不是屬格標記了。本文引用此句，一是因為本文對《劄記》中的“nota”一詞進行了“窮盡式”搜索，將《劄記》中出現的每一個“nota”都展示出來。二是以此進一步從反面證明前面所說的“之”是“屬格標記”。

　　世界上正式刊行的第一部漢語語法著作——瓦羅《華語官話語法》中也提到：“‘的’是屬格的標記。”（姚小平2001）

　　在拉丁語法中，“單數屬格的詞尾是區別變格類型的重要標誌”（信德麟2007：31），屬格的詞尾非常重要，馬若瑟可能也因此而對屬格標記特別重視，從而看到了“之”字擔任屬格標記的這個用法，也將自己的標記理論上升到了短語層面。

四、語氣標記
　　（一）祈使標記

　　在第一編“口語和常用文體”第一章“口語的語法和句法”第1節“語法中的動詞部分”第6段主要講祈使式，其中舉了一個例子“你不要哄我”。針對這個例子，馬若瑟談到：“‘要’是祈使式的標記”此句拉丁文原版為：“ubi vides quod要sit etiam nota imperativi.”（Prémare1831：46）英文版為：“Here we find要to be a mark of the imperative.”（Bridgeman1847：36）

　　瓦羅《華語口語語法》中提到過這個，在第八章中“祈使句”部分中，他說：“禁止祈使句用表示禁止否定的小詞來表示……這些小詞一般放在動詞的前面，最常見的一個就是‘不要’，例如：你不要吃。’你不要打他。’”（瓦羅2003：88）

　　但是瓦羅沒有用到“標記”這個詞，沒有指出“要”是祈使標記。馬若瑟明確地指出“要”是祈使標記，將自己的標記理論上升到了句法層面。

　　（二）疑問標記

　　在第二編“書面語部分”第二章“漢語虛詞”第6節“諸”字節的第3段認為“諸”“幾乎總是一個疑問標記。‘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此句拉丁文版為：“‘Tamen fere semper interrogat.”（Prémare1831：165）英文版為：“Yet it is nearly always a sign of interrogation.”（Bridgeman1847：194）

　　在第一編“白話部分”第三章“修辭”第3節“疑問”中談到：“‘難道’經常被用作疑問標記。如‘難道就罷了？’”此句拉丁文版為：“sed in praxi servit interrogationi.”（Prémare1831：135）英文版為：“in practice is used as a mark of interrogation.”（Bridgeman1847：155）

　　（三）感歎標記

　　在“諸”之後的第14節。馬若瑟一開篇就說“‘哉’是個感歎標記。‘洋洋乎盈耳哉！”此句在拉丁文版中是：“哉，Est admirantis et exclamantis.”（Prémare1831：180）英文版為：“It is also a mark of an exclamation.”（Bridgeman1847：213）

　　第8節中的“與”字節說“與”“是一個驚歎與稱讚的標記。‘舜其大知也與！’‘其吾回也與！’”此句拉丁文：“est etiam admirantis et laudantis.”（Prémare1831：167）英文版為：“It is also a mark of wonder or praise.”（Bridgeman1847：198）

　　値得注意的是：對上述三個標記“諸”“哉”“與”，馬若瑟在拉丁文原版中都未提到“標記”這個詞，而裨雅各在將其翻譯成英文時卻用了這個詞。有可能裨雅各沿襲馬若瑟的標記理論，認爲既然“要”是祈使式的標記，那麼，“諸”也就是疑問標記，“哉”和“與”就是感歎標記了。

五、時態標記
　　馬若瑟在第一編“口語和常用文體”第一章“口語的語法和句法”第一節“語法中的動詞部分”第4段和第5段主要闡述漢語的過去時和將來時的表達法，其中大量用到“標記”。為了對作者的原意更加明晰，我們將引用這一節中完整的第4段和第5段。

　　（一）過去時的標記

　　第4段：“了denotat tempus praeteritum；講了明白。Potest addi過，quae vox propriè significat rem praeteritam，v.g.說過了。來了。Venit，vel in significatione praesentis，venio，adsum,vel etiam in significatione statim futuri，statim veniam.Verum hic et alibi saepe attendendum est circumnstantiis.去了abiit vel abeo.Item有notat praeteritum sieut apud nos.沒有說。et完，寫完了。”（Prémare1831：45）

　　此段中的“notat”在英文版中譯為“denote”，說明裨雅各在翻譯時使用英語“denote”來表達”標記”意。拉丁語的“denotat”和“significat”也有“標記”的意思。因此這兩段中講了很多個時態標記。

　　第4段譯文：“了”是過去時的標記，如“講了明白”。加上“過”更是過去時的標記，如：“說過了”。“來了”，“來（第三人稱單數）”實際上是現在時的標記，來（第一人稱單數）也是將來時的標記，意為“馬上來”。實際上我們應該注意這裏跟其他方面之間的聯繫（指語境）。”去了”意思是他去了或者我去了。“有”也是過去時的標記，就像我們的助動詞“有”。如“沒有說”。“完”，如“寫完了”。

　　其中，“‘來了’，‘來（第三人稱單数）’實際上是現在時的標記，來（第一人稱單數）也是將來時的標記，意為‘馬上來’”。英文版中對這句話的翻譯過於簡單，幾乎辨認不出作者的原意。

　　在這一段中，馬若瑟主要闡述“了、過、有、完”四個過去時的標記。同時，他還注意到了語境對時態的影響。在不同的語境中，“了”既能表示現在時，又能表示將來時。

（二）將來時的標記
　　第5段：“Futurum colligitur ex adjunctis；v.g.我明日去。Saepe utuntur littera要：我要去.ego volo ire.Si dicas要我去eritalius sensus，sc.Vult me ire.Item lettera將nota est rei propè futurae.將死。Item會ponitur pro futuris.善人會升天。Ipsa littera了de qua supra，in multis phrasibus habet aliquam significationem futuri.明日都做成了。Sivero addas要，sic：明日都要做成了，sensus erit:cras omina absoluta volo.Sed haec et similia ex solo orationis contextu facile percipiuntur；雖你來我不去。”（Prémare1831：45）

　　第5段譯文：將來時通過連用的其他詞被瞭解。如“我明日去”。“要”也經常用，如“我要去”。“要我去”的意思是他希望我去。“將”是將來時的標記，如“將死”。“會”也是將來時的標記。如“善人會升天”。如果加上“了”的話，在一些短語中也是一種將來時的標記。如“明日都做成了。”但是如果再加上“要”，“明日都要做成了”。意思就是：我希望明天全都做完。但是像這種表達方式通過語境都能理解。如“雖你來我不去”⑤。

　　馬若瑟在第5段主要闡述將來時的標記：“要、將、會”，同時也闡述了語境和句中其他詞語對時態的作用，提到幾個標記詞連用對時態的影響，如加“了”、加“要”之後句意的不同。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馬若瑟闡述了“了”可以表示幾種不同的時態，它一般用作過去時的標記，但有時可表示現在時，如“來了”。有時又可表示將來時，如“來了”、“明日都做成了”。馬若瑟很注意語境以及句中其他詞語的作用。

　　在拉丁語中，時態都是通過動詞內部的屈折來表示的。而漢語不是屈折語，無法通過動詞屈折來表示，只能使用一些“標記”。

　　（三）《漢語劄記》與《華語官話語法》中時態表示法對比

　　瓦羅《華語官話語法》對漢語的時態表示法有着系統的闡述。第八章“動詞及其變位”中談到：“在漢語中，就如名詞沒有格變一樣，動詞也沒有變位形式，因為音節是不能變的。因此中國人有時用一些小詞來表示動詞的時態和式，一如拉丁語的動詞那樣。”關於時態表示法，瓦羅談到：表示過去完成時，是把小詞“了”放在動詞後面，或者把“已”放在動詞前面。有時也把小詞“有”放在動詞前面，如“有進”。但比較常用的是提問時，如“有來沒有”。一般將來時由小詞“將”、“會”來表示，如“將死”。另外，通過前置的時間詞也能看出是不是將來時，如“明年”，有了這些詞，動詞前面就不必再用“將”了，如“我明日去”，還可以從說話的方式判斷是不是將來時。將來完成時，在“了”前面加個“完”或“成”，如“聖堂宮都做完了”（瓦羅2003：80-87）。

　　通過馬若瑟和瓦羅對漢語口語時態表達法的對比，我們看到他們二人有着顯著的共同點：都看到了漢語和西方語法的不同，但也都是站在西方語法體系的立場上來對漢語口語時態表達法進行闡述的。都包含了時態和式的表達法，描寫了系動詞、主動語態、被動語態、時態、祈願式等。

　　他們的不同之處在於：瓦羅基本是嚴格按照西方語法體系來進行語法闡述的，將漢語套入西方語法框架中進行描寫，好像是用西方的酒瓶裝了漢語的酒進去一樣。例如在時態部分他就根據西方語法體系劃分出了“未完過去時、過去完成時、先過去時、未完將來時、將來完成時”這些不同的時態。更加明顯的例子是他專設了“不定式”一項，其中既有不定式，也有分詞，並將其分出幾種格，如不定式有“屬格、與格、賓格、離格”四種格，將來分詞有六種格（瓦羅2003：80-92）。而且，瓦羅的闡述中沒有突出那些時態標記，也沒有提出“標記”一詞。

　　馬若瑟雖然也是將漢語套在西方語法框架中，但他沒有嚴格地按照西方的語法體系進行闡述，還是按照自己描寫漢語語法的特點：主要通過例句來展示漢語的特徵。尤為重要的是：馬若瑟大量使用“標記”這個詞，在時態部分充分展示出了標記的重要性。

　　馬若瑟是否看過《華語官話語法》？目前沒有史料證明。《華語官話語法》成書於1682年，用西班牙文寫成的，全書沒有一個漢字。後來於1684年又寫成拉丁文手稿。1703年在廣州以西班牙文出版。瓦羅是西班牙人，多明我會傳教士，在華38年，1649-1687年，絕大部分時間在閩北傳教，主要在福州。馬若瑟1698年來華，來華之時瓦羅已經仙逝。但從漢語口語時態體系的闡述來看，馬若瑟有可能看過《華語官話語法》。白珊（Sandra Breitenbach）在《華語宫話語法》導論中提到：“瓦羅採取了‘拉丁語視角’，以期更好地認識漢語，他的這種取向在馬若瑟（1666-1736）1831年出版於馬六甲的《漢語劄記》中仍有反映。”（白珊2003）

六、關聯標記
　　《劄記》第二編“文言語法部分”第二章“漢語虛詞”第11節第一大部分描寫“則”字，闡述“則”字用法的第一句就說：“‘則’是一個推斷的標記，相當於我們用的‘ergo’（那麼），‘igitur’（因此）。如：‘修身則道立。’‘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拉丁版為：“Conclusionis nota est，ut apud nos，ergo，igitur.”（Prémare1831：174）此句英文版為：“It is the mark of an inference corresponding to our use of then，therefore.”（Bridgeman1847：206）

　　這就將“標記”理論上升到了跨句層面。按照現代的語言學理論，“則”用在複句中，是一個表示承接關係的關聯詞語，連接兩個小句。並且，“則”表示“推斷”，這也從語義層面對此標記進行了解析。

　　七、關於竇格標記

　　在第一編“口語和常用文體”第一章“口語的語法和句法”第1節語法部分中的名詞一段，講到“賓格沒有特別的標記”。拉丁文本為：“Accusativus nullam habet particularem notam.”（Prémare1831：41）此句英文版為：“The accuastive has no particular mark.”（Bridgeman1847：29）

　　這句話實際上是在將漢語和拉丁語進行對比。在西方語法體系中，賓格有著特定的格變。而漢語不是屈折語，沒有這種變化。

　　馬若瑟的標記理論是關於一般的符號的對語法、語用的程式化的歸納，便於教學。他已經注意到了詞語內部、短語中詞與詞之間、句子內部、句子之間各個層面的標記，但只停留在對事實的觀察層面。作為外國人，在那時沒有任何參照的情況下就能注意到漢語中的這個現象，並且加以較為系統的闡述，這確實是其閃光點，是難能可貴的。

八、馬若瑟標記理論溯源
　　亞里斯多德（前384～322年）在邏輯學和修辭學研究中觸及過符號問題，他使用symbolon（記號、符號、標記）來表示拉丁文nota（記號、符號、標記）所表達的意思。

　　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西元前106年～前43年）在他的修辭學著作中也談到過記號問題，他曾說過：“語詞是事物的標記（notae）。”

　　古羅馬哲學家、基督教思想家奧古斯丁（西元354～430年）對記號（sign）作了系統地探討，是西方符號學的先驅，他提出的“記號論”屬於語義學研究（王曉朝2010）。

　　追根溯源的話，馬若瑟的“標記”理論或許能從上述三位哲學家那裏找到一些蛛絲馬跡。篇幅所限，本文的溯源到此為止。

　　九、馬若瑟標記理論的現代性

　　現代標記理論是布拉格學派的兩位大師特魯別茨科伊（N.Trbetzkoy）和雅可布遜創立的（沈家煊1999：22）。俄國語言學家特魯別茨科伊於20世紀30年代初最先將有標記和無標記的對立運用於音位學，在特魯別茨科伊之後，羅曼雅可布遜（R.Jakobson）繼承並發展了標記理論，把標記理論從音位學擴展到形態學。布拉格學派提出的標記理論對後來的語言學研究影響非常大，其應用範圍也從音系層次擴展到語言的各個層次（周易2004）。

　　英國語言學家萊昂斯（John Lyons）認為標記理論是結構主義語言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他在1977年出版的《語義學》一書中對語言的標記現象進行了詳細的探討，主要分析了與詞項結構有關的標記現象，將標記分為形式標記（formal marking）、分佈標記（distributional marking）和語義標記（semantic marking）。形式標記是根據是否具有某種特定的外部特徵或標記來說的。Lyons認為：形式標記的概念建立在某些特定的形式成分的有或無的基礎之上，具有這種形式成分的詞條被認為是有標記的，而與之相對立的無標記詞條則不具有這種形式成分（the notion of marking is based on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some particular element of form; and the lexemes whose forms contain this element are said to be（formally），marked for the opposition,in contrast with the unmarked members of each pair,which lack the element in question.）Lyons舉出三組詞：host、hostess；count、countess；lion、lioness，每組的前後兩個詞組成一種對立互補的反義關係，後一個詞都帶有後綴“-ess”，這個後綴正是這三組詞對立關係的形式標記（This suffix is the formal mark of the opposition）（Lyons1977：305-306）。孟凡勝、滕延江（2005），葉建軍（1999）都對此進行過介紹。

　　對比起來，馬若瑟的標記理論與萊昂斯的不完全相同，但已經具備了萊昂斯形式標記理論的雛形。馬若瑟將“然、爾、焉、如”這些詞綴稱為“副詞標記”，與萊昂斯將“-ess”這樣的後綴稱為形式標記不是非常相似嗎？馬若瑟的標記都是在語言形式層面的，從範圍上來說不僅限於詞語，還擴展到了短語、句子和複句。

　　20世紀80年代末，標記理論被引進到中國，漢語界的學者們如文煉、沈家煊、石毓智等等將此用來研究漢語語法問題。而馬若瑟早在完成於1728年的著作中就已經系統地使用標記理論來研究漢語了。

可以說，馬若瑟的標記理論具有相當的超前性。
　　通過對馬若瑟《漢語劄記》中標記理論的分析，我們有如下觀點：

　　（一）馬若瑟已經有了系統的標記觀，這具有相當的超前性和現代性

　　馬若瑟的“標記”涵蓋了詞語內部層面、短語層面、句子層面、跨句層面；不僅有詞類標記，還有語氣標記、時態標記、關聯標記；涉及語義、語法、語用三個平面。是成系統的形式標記。其標記理論上溯至亞里斯多德，具備現代結構主義語言學“形式標記”的雛形，具有相當的超前性和現代性。馬若瑟是第一位用標記理論研究漢語的人。

　　（二）對於古漢語詞綴的理性研究開始於馬若瑟

　　馬若瑟標記系統中的詞類標記其實已經具有了“詞綴”的概念。他所說的“副詞標記”其實就是古漢語形容詞或副詞的詞綴。馬若瑟對古漢語詞綴從語法學的角度進行了理性的分析，並專門為其創造了一個術語。這比馬建忠的詞綴理論早了170年。應該說，對於古漢語詞綴的理性研究開始於馬若瑟。

　　（三）在對動詞時態的闡述方面，《漢語劄記》與《華語官話語法》較為相似，但馬若瑟的標記理論獨樹一幟

　　通過對馬若瑟《漢語劄記》和瓦羅《華語官話語法》中有關動詞時態描寫的對比，我們發現，《劄記》和《華語官話語法》都看到了漢語和西語的不同。二者都採用拉丁語法框架，將漢語納入其中。他們的不同之處在於：瓦羅更加嚴格地採用拉丁語法，而馬若瑟在這方面並不十分嚴格，主要想通過例句來讓人瞭解漢語的時態。更為引人注意的是：馬若瑟在其中大量使用“標記”這個概念，使時態標記成為其標記體系中的一個亮點。至於馬若瑟是否參考過《華語官話語法》，我們目前還沒有切實的證據證明這一點。

　　①文中出現的中文《漢語劄記》引文均由本文作者自譯。

　　②文中凡標注（Prémare1831：173）一類的例句均出自《劄記》拉丁文本，標注（Bridgeman1847：205）一類的均出自《劄記》英文譯本。另，兩種版本中都對例句進行了漢字注音和釋義為簡便起見，本文在引用原文時將其省略。

　　③本為英文，內容由作者自譯。

　　④詳見拙作《〈馬氏文通〉中關於詞綴的術語——“助語”》《漢語史學報》第十四輯，第364-365頁。

　　⑤這兩段譯文是筆者參照拉丁文本和英文譯本譯出的，有時拉丁文本中未出現“標記”一詞，但英文譯本中出現了，筆者也會將其譯出。如“‘會’也是將來時的標記”，英文譯本為“會also denotes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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